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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 年，
乌兰夫当选内蒙
古 自 治 政 府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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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殷耀、张云龙、勿日汗、于嘉

5 月 22 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
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内蒙古自治区是
我国最早成立的民族自治区，要坚持和完善民族
区域自治制度，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加快民
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步伐，继续在促进各民族团
结进步上走在前列。

5 月正是草原返青时节，大地新绿萌发，生机
盎然，5 月，也是内蒙古自治区成立的月份。

1947 年 5 月 1 日，在解放战争的炮火硝烟
中，在迎接新中国成立的曙光中，内蒙古自治政府
宣布成立，让历经沧桑的古老草原焕发新生。

比共和国早成立两年的内蒙古自治区，作为
稳固的大后方，为新中国诞生发挥了重要作用。

73 年来，内蒙古一直为国之屏障。自治区各
民族始终和谐相处、繁荣发展，确保北疆安宁。去
年末自治区成功阻击鼠疫扩散，今年对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得力，还派出 849 人的医疗队，运送大批
牛羊肉、牛奶支援湖北。3 月以来，呼和浩特承担
国际航班分流任务，内蒙古成为防控境外疫情输
入的前线。自治区尽最大努力完成这一国家交给
的任务，调动资源，闭环管理，未发生社区扩散。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内蒙古发展，勉励自
治区自觉担负起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和祖
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的重要作用。这是基于历史
和现状，立足全国大局的精准定位和高度概括。

守望相助七十余载，北疆风景更加亮丽。内蒙
古繁荣发展的根本经验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党在领导全国革命事业时，为蒙古族等少数民族
探索出民族区域自治道路。内蒙古一直模范执行，
充分显示出这一道路、制度的优势，为世界处理民
族问题提供了中国样本。

周恩来称赞乌兰夫，“单刀赴会”

解决了一个“共和国”

回溯近代史，一些统治者对蒙古族采取弱化
政策。日军侵华，满蒙地区为战略重点，给蒙古族
带来重重苦难。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内蒙古地区形势仍
然错综复杂。国民党试图恢复之前的统治，蒙古族
少数王公贵族搞起所谓“独立自治”“独立建国”以
及内外蒙古合并等行动。中国共产党则坚持“民族
自治”的主张。事关内蒙古前途命运的三条道路，
蒙古族如何做出正确的选择？

受党中央指派，乌兰夫担起历史重任。1945
年 10 月，他成功解决了苏尼特右旗“内蒙古人民
共和国临时政府”问题。虽然当时形势非常危险，
但为显示诚意，乌兰夫仅带了少数随从人员深入
“临时政府”大本营。

“因为没有带武装，父亲只能靠谈判来说服对
方，让他们明白只有接受中共领导才是唯一出
路。”乌兰夫的儿子乌杰回忆说。

经过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乌兰夫说服“临时
政府”中的多数人，促使政府重新选举，他成为“临
时政府”的实际领导人，而后用暂时停止活动的方
式使其自生自灭。事后，周恩来称赞乌兰夫“单刀
赴会”解决了一个“共和国”。

此后，在党中央领导和相关党组织支持下，乌
兰夫联合内蒙古各界人士，1945 年 11 月在张家口
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并当选为主席，标志
着内蒙古民族解放运动进入由中共实际领导的，
有统一组织、统一领导、统一奋斗目标的新时期。

然而 1946 年初，内蒙古东部王爷庙街（今乌
兰浩特市）又成立了“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主要
负责人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骨干，接受苏联的社
会主义道路，受到当时苏蒙联军中某些人的支持，
集中了一些有民族民主思想的蒙古族热血青年。
东蒙古自治政府有自己的军队，基本上控制了内
蒙古东部地区。他们主张内蒙古革命由内蒙古人
民革命党领导，实行高度自治。

根据党中央决策，经中共中央西满分局和
冀热辽分局运筹，促成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
和东蒙古自治政府代表在承德会谈。从 1946 年
3 月 30 日至 4 月 2 日，双方召开了 5 次会议，
仍无法达成共识。

关键时刻，乌兰夫找到与他一起从莫斯科回
国、长期在内蒙古东部工作的特木尔巴根谈心。两
位同窗各倾衷言，通过深沉的回忆，从历史经验教
训中找到了契合点。特木尔巴根提出加入中国共
产党，冀热辽分局很快批准。特木尔巴根态度的转
变，给会谈带来了转机。

最终，东蒙古自治政府的代表放弃了原来的
主张，接受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实行民族区域自
治的主张，同意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作为内
蒙古自治运动统一的领导机关，内蒙古人民革命
党随即自行解散，东蒙古自治政府也随之撤销。

“承德会议是内蒙古民族解放运动史上具有
重要意义的会议，结束了自清代以来内蒙古东、西
部地区长期分裂、隔绝的状态，为内蒙古自治政府
的成立，奠定了坚实基础。”内蒙古兴安盟党史办
副主任那顺乌力塔说。

1946 年 8 月 1 日，乌兰夫致电党中央，提出
建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初步构思。他在电报中说：
“承德会议在蒙人中影响极大，但蒙人一般不满目
前的分盟自治与归省政府（解放区民主政府）领
导，要求统一自治。如何适当满足蒙（古）族这一要
求，这与解决土地问题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当年 11 月 15 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国民代
表大会”，也激烈讨论了内蒙古自治问题。11 月
18 日，西满分局关于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电报
中说：“现东蒙无论老年、青年，进步的、落后的，都
主张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在此情况下，我们
对内蒙自治政府问题应采取如何态度，是否召开内
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准备成立比自治运动联合会
更具政权性质的机关。此问题根据全国形势，我们

是否可以在国民党之先有一确定之主张。”

1947 年 3 月下旬，中共中央同意成立内蒙古
自治政府。经过多方筹备，4 月 23 日，内蒙古人民
代表会议终于在王爷庙街隆重召开。

小小的城镇彩旗招展，如同过节一般，但同时
形势也十分紧张。当时担任大会警卫工作、今年已
90 岁的离休干部乌力吉图回忆说：“国民党军队
驻在吉林洮南，还需要提防土匪袭击和特务破坏，
会址四角架着重机枪。但是参会的许多代表虽然
衣着破旧却喜气洋洋。”

会议选举产生内蒙古自治政府，选举乌兰夫
为主席，彻底结束了内蒙古地区蒙古民族 300 多
年来被分割统治的历史，初步实现了蒙古族各阶
层人民多年来渴求统一与自治的愿望。5 月 1 日，

乌兰夫宣布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
“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是党的政策主张的

胜利。”内蒙古兴安盟委党校教授白海军说，中国共
产党从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和中国的实际情况
出发，自诞生之日起就主张民族平等，最符合长期
分裂的蒙古民族的根本利益，因而能够战胜其他政
治派别，成为受到蒙古族衷心拥护的领导力量。

永葆“模范自治区”本色

从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从三年困难
时期到改革开放，73 年来内蒙古始终保持着“模
范自治区”的本色。

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使东北和华北两大
战区联为一体，发挥了战略后方的重要作用。东北
野战军攻打锦州的主力就是从今内蒙古境内悄悄
绕过去的，曾在今通辽市南部山区潜伏几十万大
军。当时在今内蒙古通辽市境内建有 100 多个兵
站，为辽沈战役提供粮食等物资支援。1948 年 1
月 1 日，内蒙古人民自卫军改称为内蒙古人民解
放军，骑兵等部队直接参加辽沈战役、平津战役，
立下赫赫战功。

1948 年 10 月 23 日，辽沈战役黑山阻击战的
序幕——胡家窝棚阻击战打响了。凌晨 3时，东北
国民党军在重炮与飞机掩护下，向内蒙古骑兵第
一团阵地发起猛烈进攻。内蒙古骑兵第一团 300
余名战士，与人数五六倍于己，且有步、炮、空立体
联合的国民党军精锐部队展开了艰难的抗衡。

敌人将他们三面包围，并逐步缩小包围圈，同
时用飞机、大炮轮番进行狂轰滥炸，将他们的主阵
地炸成一片火海。在这种严峻形势下，内蒙古骑兵
第一团指战员勇猛果敢，顽强抵抗，依托简陋工事
苦战 7 个小时，以密集火力和手榴弹打退了敌人
的多次冲击，顽强坚守着阵地，直至进行白刃
格斗。

在这次战斗中，他们毙、伤敌数百人，牺牲 60
余人，用沉重的代价完成阻滞敌人 7 小时的艰巨
任务，为东北野战军的主力展开和进行防御作战
赢得了宝贵时间。

从诞生之日，内蒙古自治区天然就带有“坚持
党的领导”“珍惜民族团结”的基因。新中国成立后
继续长期保持“模范自治区”的崇高荣誉，展现了
内蒙古各族人民对党和国家强烈的认同感。

1958 年，党中央正式批准在内蒙古额济纳旗
建设我国第一个综合导弹试验靶场——东风基
地，也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自治区党委做出决
定：额济纳旗向北迁移 140 公里，以支持国防建设。

当年的南斯勒玛才 16 岁，回想起那段日子她
还历历在目。一家人收起毡房、赶着牛羊，骆驼上
驮着三大箱家当，与 300 多户、1100 多名牧民一
起离开数代人生活了 300 多年的富饶牧场。牧民
们一步三回头，流着泪向心中的神山巴彦宝格德
磕头告别，但没有一个人提出反对意见。南斯勒玛
说：“即使心中有万般不舍，但只要国家建设需要，
我们就搬。”据了解，当年参与搬迁的牧民约占全
旗人口的 1/4，迁徙牲口 7 . 04 万头（只）。

在三年困难时期，内蒙古在粮食问题上坚持
“先中央后地方，先区外后区内”的原则，向中央上
缴粮食 10 亿余斤，向兄弟省市输送耕畜数万头。
那时，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陷入物资匮乏、
食物奇缺的困境，米粮眼看就要见底，被政府收养
的几千个孩子面临饥饿威胁。在周恩来总理和乌
兰夫的安排下，约 3000 名孤儿从遥远的江南来到
内蒙古草原，被草原牧民收养。蒙古族人不喜欢
“孤儿”这个词，所以，他们把领养的这些孩子们称
为“国家的孩子”。

孩子中年龄最小的不满周岁，最大的也仅仅
5 岁，来到草原后，需要先在保育院调理好身体，
才能被牧民们领养。1960 年的一天，牧羊姑娘都
贵玛被招进四子王旗临时建立的保育院工作，一

下子成了 28 个“孩子”的临时妈妈。那一年，她 18
岁，尚未成家。

接下来的 10 个月里，年轻的都贵玛在一位助
手的帮助下照顾这些体弱多病的婴幼儿，让他们
慢慢适应北方的寒冷、牧民的饮食，向党和国家履
行“接一个、活一个、壮一个”的承诺。在那个缺医
少药、生活艰苦的年代，在都贵玛的精心呵护下，
28 个孩子无一人因病致残，更无一人夭折，都被
健康地送到养父母家中。如今，这些孩子们也已年
过花甲，子孙满堂。

内蒙古之所以“模范”，关键在于做到了“五个
认同”。锡林郭勒盟行政学院副院长那日森等专家
表示，从历史看，蒙古族对“中华”有着强烈的归属
感；蒙古族包容性强，与汉族等民族交流融合历史
久远。从现实看，在党的带领下，走社会主义道路，
内蒙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蒙古民族从生死
边缘走向全面小康，站上了新的历史起点。

“20世纪初以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基本脱
离中央政权管辖，直到内蒙古自治区的成立才改
变了这种状况。内蒙古的模范作用，给各少数民族
做出了表率，大大增强了他们对党中央的拥护、对
国家的认同。”那日森说。

“要恢复内蒙古历史上的本来面貌”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坚持各民族一律
平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共同团结奋
斗、共同繁荣发展，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
系具有的一个方面的显著优势。

这个“制度”就是一直作为国家三大基本政治
制度之一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内蒙古作为这一
理论和制度的最早探索地、实践地，它的历程充分
证明了这一制度的“显著优势”所在。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一直在积极探索解决
民族问题的办法。长征途中与少数民族进行了广
泛接触，逐渐形成符合国情的民族政策。

1935 年 10 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
陕北。基于当时的抗战形势，绥蒙成为党领导抗
日反蒋斗争，打通通往蒙古国和苏联国际路线
的战略地区之一。12 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提出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12 月 20 日，毛泽东发
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

阐述了内蒙古民族问题和党对内蒙古革命的方
针政策。此后，党中央派红军分别进入今内蒙古
与陕西、宁夏交界的乌审旗、鄂托克前旗等地，
建立根据地，后来这些地区成为陕甘宁边区的
组成部分。

1938 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提出“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区域自治成为党解决国内
民族问题的实际政策。1941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批
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确提出“建立蒙、回
民族的自治区”。此后，边区政府先后建立了 5 个
回民自治区和 1 个蒙民自治区，5 个回民自治区
建立在汉回杂居的地区，位于今鄂托克前旗的城
川蒙民自治区是唯一建立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内的
民族自治试验区。

乌兰夫、习仲勋先后指导陕甘宁边区民族自
治区建设。1946 年 4 月，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
第三届边区参议会第一次大会上作政府工作报
告，充分肯定了城川地区开展的民族自治政权建
设工作。

长期从事相关研究的鄂托克前旗政协副主席
于国强说，城川地区卓有成效的民族工作充分验
证了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正确性，
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认识已经发展到
了一个新的水平。城川地区的成功实践，也为之后
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提供了宝贵经验。

1945年，乌兰夫离开延安回到绥蒙工作，在党
的领导下，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最终实现内蒙
古自治政府的成立。从这一过程可以看出，实行民
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符合国情，具有强大的
生命力和显著的优势。内蒙古自治区的成立及发
展，源于党的决策，党的领导是最根本的经验。

内蒙古自治政府管辖区域是今内蒙古东部 5
个盟，人口约 200万人。1949 年 3 月，毛泽东对乌兰
夫说：“要恢复内蒙古历史上的本来面貌。”毛泽东的
这一指示，主要包括撤销热河省、绥远省和察哈尔
省，逐步建立东西蒙统一的内蒙古自治区。毛泽东
让乌兰夫选首府，乌兰夫选中了归绥（今呼和浩特）。

1952 年初，毛泽东得知“蒙绥合并”久拖不决
是因为有的领导干部不同意，他说：“不能再拖了，
谁不同意就撤谁，几个不同意就撤几个！”在这种
情况下，周恩来说：“这事是中央定了的，我去做工

作，请主席放心。”
1952 年 6 月，内蒙古自治政府由张家口迁

到归绥。此后，察哈尔省、绥远省、热河省建制陆
续被撤销，辖区划归内蒙古自治政府管辖。至
此，“恢复内蒙古历史上的本来面貌”基本实现。
随后于 1955 年底，属甘肃的阿拉善、额济纳划
归内蒙古，最后在 1962 年河北省商都县划给内
蒙古，基本形成了现在的行政区域。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布赫在回忆文
章中说，实现“内蒙古民族彻底解放”，实现在中
华民族大家庭中“内蒙古全区域统一自治”，史
册永存。它不仅使内蒙古民族结束了被分割和
贫穷落后的历史，走上了统一、繁荣、幸福的光
明大道，开创了新的历史征程；也为新中国成立
后以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
本政策开了先河，树立了榜样。

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时，草原上疫病流行，
后来国家派出大批医务人员到牧区消灭传染
病，保证人民的健康，很快扭转了内蒙古少数民
族受疾病折磨、人口负增长的悲惨景况。

“一五”时期，国家在内蒙古建设包钢等一
批重大项目，使内蒙古工业从无到有，来自五湖
四海的工程技术人员支援建设，最终扎根边疆，
奠定了内蒙古发展的基础。

早在 1946 年夏，内蒙古解放区同全国其
他解放区一样，仿效农村的“耕者有其田”，提
出“牧者有其畜”。乌兰夫在深入调研中发现牧
业经济的特点和牧区社会结构、阶级关系与农
村有很大不同，逐步形成了“不分不斗，不划阶
级，牧工牧主两利”的“三不两利”政策。内蒙古
较晚解放地区的牧区民主改革，都照此掌握，
由削弱封建到消灭封建，稳步完成了内蒙古全
区的牧区民主改革任务。

在乌兰夫主持下，内蒙古划分为农业区、牧
区和半农半牧区。后来，在蒙汉交叉居住地区，
结合土改和行政区划调整，取消了“蒙租”，解决
了旗县并存、蒙汉分治的问题，永远消除了长期
以来造成蒙汉矛盾这一主要原因，改善了民族
关系，加强了民族团结，出现了蒙汉及其他各民
族间互相帮助、共同发展的新局面。

1953 年 6 月，中央民委总结全国少数民
族牧区工作，把内蒙古实行的“慎重稳进”和
“人畜两旺”牧区工作方针，提升为全国少数民
族地区牧区的工作方针，把“三不两利”提升为
全国少数民族牧区工作“十项政策”中的第一
项。内蒙古先行一步的牧区工作经验成了上世
纪五六十年代全国少数民族地区牧区工作的
指导方针。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
会副主任任亚平说，自治区成立之初，在党的坚
强有力领导下，以乌兰夫为首的共产党人针对当
时相当数量的蒙古族同胞特别是青壮年出家当
喇嘛、蒙古民族经济和人口发展受到严重影响的
问题，制定出符合内蒙古实际的民族宗教政策和
措施。

内蒙古还把加强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作
为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70 多年来，
自治区不断完善少数民族干部选拔、培养、任用
机制，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蒙汉兼通的少数
民族干部，充分发挥他们在民族地区管理和改
革、发展、稳定中的关键作用。

任亚平说，当时推行的宗教改革政策、“三
不两利”政策和培养民族干部政策，是内蒙古成
为模范自治区的三大基石，为内蒙古的长治久
安、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团结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乌兰夫在内蒙古自治区 40 年大庆时总结
了四条基本经验：一是坚持党的领导，二是一切
从实际出发，三是加强民族团结，四是培养
干部。

2017 年 3 月，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70 周年
纪念日前夕，布赫发表文章称要“牢牢把握大方
向”。“这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维护民
族团结和祖国统一，坚持民族平等、民主自治。
这是根本，是奋斗目标，也是归宿。”

参考史料：
《中国共产党兴安历史·第一卷》
《纪念乌兰夫诞辰 100 周年：继承遗志 造福
人民》

《站在历史的高度看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胜利的意义与启示》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陕西省档案馆和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档案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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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别山武英高速英
山出口 40 公里，沿西河
而上，毗邻张家咀湿地
公园 3 公里地带，有一
处世外桃源，背倚山脊，
山泉林立，飞瀑临崖。

溯溪而上，山风阵
阵，心旷神怡。昂首可
见，绿色茶园犹如巨龙
缠带，蜿蜒曲折；远眺湿
地，但见碧波万顷，群鸟
翔集。

山里人家，炊烟袅
袅，鸡鸣犬吠。水派江
淮，连通鄂皖。

这就是鱼洋河，位
于大别山腹地，临近大别山国家地质公园。

鱼洋河的“拓荒者”郑军，2017 年从上
海返乡开发鱼洋河，项目取名“鄂皖驿站”，
源于这里曾是古籍记载的大别山“鄂皖古驿
道”。

古代传递公文用马曰驿，驿传是早期
有组织的通信方式。驿站起源于舜帝南巡
时代。殷墟甲骨文曾发现有字通驿，是与传
递讯息相关的文字。周朝就设有烽火台及
邮驿传递军事情报。至汉朝每 30 里置驿，
由太尉执掌。

鄂皖驿站流淌着驿路文化的血液和基
因，据《（光绪）重修安徽通志（350 卷）》（卷
一百十一）等史料记载，大别山区英山县境
内邮驿通信，历史悠久。

鄂皖驿站西通湖北省罗田县境，北往
安徽省霍山、六安，是主要驿道。上方政令，
当地呈文，都由六安、霍山县境往来传递。
明嘉靖，清康熙、雍正年间，县境内只设县
驿，铺递则有蔡家坊（今鸭掌树）、中界岭等
几处。通往霍山，六安的驿路，昼夜兼程，接
力如流。英（山）六（安）相距 183 公里，当日
可互换政令、呈文。

巧合的是，英山与武汉相距也是 183
公里，此地位于六安、武汉的中轴线，与两
地距离刚好一样。重修古代驿站，还原驿站
原貌；重走古代驿路，追寻逝去的驿站文
化，是复兴历史文化的“金钥匙”。

那些有着久远历史的“烽燧、驿站、驿
道、驿城”等，都是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而
跟驿站相关的书信、奏章、诗词、歌赋、民间
传说、人文典故、站人生活习俗等，则是一笔
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郑军发现，现代人在文化复兴的征程
中，对真实历史的再现有着强烈的愿望。真
实的历史往往存在于文化记忆中，由于不
同载体的局限性和独特性，文化记忆在流
传中难免被改写、毁坏或遗失。要想“解码”

记忆，就得还原或复活历史遗存。驿站是鲜
活的历史文化遗存，为遗失的传统重建新
的载体，对于郑军来说意义深远。

他舍弃大都市生活，弃城返乡，复兴文
化，兴建鄂皖驿站就是最好的行动。

驿站是传承文化的支点和原点。接下
来，郑军将把驿站文化作为文旅融合的“引
擎”，让古驿道、茶马古道等遗迹复原，让现
代人穿越时空、体味历史。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从上海
返乡的那一刻起，郑军就做好了打持久战
的准备，要干实实在在的事情，将保护生态
落实到行动中。

郑军心里有本账，富民的事他乐意做，
一千多个日夜，晒黑了，也累瘦了。40 多摄
氏度的夏日，他硬撑着在施工现场当搬运
工；冰雪天气，他冒险开车挥舞铁锹清除路
障；天还没亮，他摸上山头钻进茶园修剪枝
叶。一座座山梁，一道道河谷，一条条小道，
他把脚印深深刻在土地上。

郑军是个农民，返乡创业又悄然“变身”

旅游人，变成“新农人”，变成创业者，变成扮
靓乡村的“魔术师”，变成传承文化的使
者……

当然，他还是那个农民，那个一辈子誓
将富民梦想揣在心里的农民。

三年前，那时鄂皖驿站所在的新店村，
还是一个不为人知、交通闭塞、贫穷落后的
地方，尽管植被繁茂、山清水秀，但许多人
都外出谋生计，宜人美景养在深闺人未识。

再美丽的乡村，如果仅仅是表面光鲜，
农民得不到实惠和共享成果，也只是徒有
其表。在中国广袤的农村，农民最渴求的是
既有“面子”又有“里子”的美丽乡村建设。

正是有像郑军一样的“拓荒者”，才有了
焕然一新的新店。他从村民手里流转的几百
亩茶园，为农民增加了一笔可观的土地流转
收入，农民“卖”了茶园后，还能获得多种
收益。

种茶是农业，加工茶叶是制造业，喝茶
品茶是休闲、文化产业，茶既是农副产品又
是旅游商品。农旅结合后，入园采茶游玩可
大幅提升旅游经济收入。

近年来，新店村旺季游客时常爆满，带
动服务性用工增多，乡土菜品需求量增多，
为附近一带的村民提供了季节性就业，也
带动了农产品销售。

一篓瓜子、一篮土鸡蛋、一袋山野菜、
一块腌腊肉、一个野竹笋，都变成了“金
子”。现摘现炒的茶叶，能卖个好价钱；竹林
现挖的野竹笋，更成了抢手货。

郑军还有一个设想，景区项目鼓励农民
以多种参股的方式参与经营。项目建成后，家
庭是公司，农民是老板，景区长期对接农民种
植的蔬菜，养殖的鸡、鸭、猪、羊、牛、鱼及农副
产品等，让农民获得长期稳定的收益。景区建
成后，工作岗位，当地农民优先录用。他们还
计划帮助农民建立网络平台，与项目公司网
络商城对接，借助互联网直播带货等新渠道，
帮助农民完成农副产品的销售，挖掘传统文
化与现代经济的结合点，为当地经济增长注
入新鲜血液。

鄂

皖

驿

站

比新中国早成立两年、稳固大后方的“模范自治区”

内蒙古告诉你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什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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